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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 

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李永奎 刘晓康
1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

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

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

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

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

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

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

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

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

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

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 2012—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

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

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

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

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

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

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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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Zhu et al,2020)[1],金融则是维持现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血液。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企业创新成为驱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而金融体系是否完善关系到企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贾俊生等，2021)[2]。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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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金融结构上的特殊性及深层矛盾对企业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一定制约(梁

榜等，2019)[3],尤其是高适应成本和高融资成本等问题成为影响企业创新意愿和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谢绚丽等，2018)[4]。近年

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模式向高科技金融模式转变，数字金融的兴起不

仅通过拓宽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而且通过增强金融作为中介的信息搜集能力缓和了金融市场长期存在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万佳彧等，2020)[5],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关于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不断涌现。由于资金配置是金融的主要功能，而资金短

缺是企业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因而大量研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机

制和路径(梁榜等，2019;万佳彧等，2020;喻平等，2020;聂秀华，2020;孟维福等，2021;周振江等，2021;翟华云等，2021;盛明

泉等，2021;郎香香等，2021)
[3][5,6,7,8,9,10,11,12]

。这些研究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服务成本和门槛提高金融覆盖性，通

过提供多样化服务和产品增加企业资金来源渠道，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企业融资效率，通过加快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通过有效监督企业内部资金使用和配置情况降低企业融资风险，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创新产

出。然而，在对数字金融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检验中，相关研究对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度量通常采用 SA 指数(万佳彧等，

2020;喻平等，2020;马芬芬等，2021;顾宁等，2021)[5,6][13,14]、KZ 指数(唐松等，2020;廖婧琳等，2020;任晓怡等，2020)[15,16,17]、

WW指数(翟华云等，2021;李宾等，2022)
[10][18]

、现金-现金流(CCF)模型(雷辉等，2021;解维敏等，2021)
[19,20]

等综合指标，少数研

究采用了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或企业总负债之比(盛明泉等，2021;金祥义等，2021)[11][21]、财务费用率和企业杠杆率(耿

伟等，2021)[22]等单项指标，而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的总体情况，并不能体现缓解融资约束的资金来源渠道。也

就是说，其分析虽然验证了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但不能进一步从资金来源渠道角度检验其中的影响机制或

路径。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与路径(滕磊，2020)[23],但其实证分析主要是基于数字金融不同

维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作用大小来进行路径探讨的，反映的是不同维度的异质性，也没有从资金来源角度探

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路径。 

企业的融资约束实际上是资金配置问题的反映，而在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都会发挥作用。资金在金融市

场的流动既由市场机制决定，也受政府调控的影响，那么数字金融在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和成效上的改进是来自市场的力量还是

政府的作用，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效应大小如何?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然而，目前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实证

上的经验证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为找到能够客观反映在企业资金配置中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效果的变

量，本文基于企业外部资金的来源进行探索：当企业的内部资金不能满足其创新需求时，需要从企业外部融资，外部融资的常见

渠道除了证券市场和银行信贷外，还有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其中，证券市场和银行信贷的资金流动往往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

的综合结果(虽然两者作用的大小可能有较大差异);而商业信用是在正常经营活动和商品交易中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信贷关系，其

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基本不受政府的调控；政府补贴则是政府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目标对特定企业进行的资金补助，其反映了

政府的利益偏好和发展倾向，也是一种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 

因此，本文选择用商业信用作为反映市场机制的代理变量，用政府补贴作为反映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分析数字金融发展水

平的提高能否通过增加企业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来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明确数字金融能否改善和提升企业资金配置的市场机

制和政府作用，并比较两条路径中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大小，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

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目前，还未发现关于商业信用在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关于数字金融、政府补贴与

企业创新三者关系的研究也很少。陈银飞和苗丽(2021)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会缓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

政府资金在企业之间的合理分配，进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路径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24]

。但其仅分析了政府补贴的中介效

应，未探讨其他影响路径。而陈利等(2022)则认为，政府补贴与数字普惠金融在驱动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25]。可见，本

研究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发展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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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并往往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仅靠企业内部资金难以满足创新活动的资金

需求，因而外部融资成为企业创新重要的资金来源(Hall,2002)[26]。传统金融体系具有不均衡不充分的特点，存在金融市场信息

不对称、欠发达地区金融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高等问题(陈斌开等，2012)
[27]
,导致企业创新受到融资约束。数字金融打破了

传统金融服务的界限(张勋等，2019)[28],缓解了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高成本问题，拓展了金融覆盖范围和服务深度(郭峰等，

2017)[29],进而有利于企业创新。如前所述，众多研究肯定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而且除了缓解融资约束外，还存在

多种影响路径，如缓解信息约束、增强创新冲动和行动、提高现金流强度、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盈余管理水平、去杠杆、提升财

务稳定性等(孟维福等，2021;周振江等，2021;唐松等，2020)[8,9][15]。因此，本文不再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而是主要分析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1.数字金融、商业信用与企业创新 

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信贷关系。在完善的金融体系中，企业的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可以灵活转换，

当内部资金不足时可以顺利获得外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然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

资费用，使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此时商业信用就成为一种有效的融资方式。商业信用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

(Fisman et al,2003)
[30]
,企业与其供应链之间存在大量的预付和赊购等商业信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有

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企业很难或不可能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时，就可以利用商业信用来弥补企业的资金不足(陆正飞等，

2011)[31]。在企业生产规划周期中，商业信用可以被视为企业的永久流动资产，成为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来源。比如，在企业通

过延期付款获得商业信用后，付款期限内所获得的流动资金可以成为企业创新投入的资金来源。因此，当企业具有较高的创新需

求时，商业信用可以被配置到研发项目中，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 

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角度来看，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企业会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商业信用以缓解现金流约束(张林等，

2018)[32],而供应链融资和数字金融等新金融工具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间的信息更为透明，从而有助于企业商业信用的提升。数

字金融通过信用的透明化和信息化，创新性地颠覆传统的信用定价模式(Duarte et al,2012)[33],可以更好地匹配资源以及与创

新项目相关的风险特征，并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Demertzis et al,2018)[34],这为提高企业商业信用提供了更好条件。数

字金融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能够准确捕捉和整合个人和企业的相关数据，建立可靠的第三方信用信息系统以及

风险控制体系，使企业的信息和信用状况更加透明，从而提高企业的判断能力以及对商业信用的利用(唐松等，2019)[35]。数字金

融的发展使债权人可以更多地获得商业信用融资企业的相关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利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同时，从

商业信用供给方来看，在信息透明情景下较高的信用供给水平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资金，从而减少商业信用供给对其经营资金

的占用，降低商业信用供给的成本。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使得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商业信用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

通过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来促进企业创新。 

2.数字金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 

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弥补市场的不足。在企业创新的私人边际收益低于社会边际收益进而

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时，政府“看得见的手”是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郭玥，2018)[36]。由于企业创新成果具有较强的

正外部性，企业从创新成果中所获得的收益可能小于为社会带来的福利，这会促使一些企业固守传统而缺乏创新动力。而针对创

新项目的政府补贴则可以调动企业的创新动力，并提高被补贴企业的研发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为。政府补贴作为资金配置

的一种手段，可以缓解企业融资压力，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保障企业创新资金，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施建军等，2021)[37]。政府补

贴不仅可以直接缓解企业资金不足，还可以向外界发出积极的信号，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Takalo et al,2010;

梅冰菁等，2020)[38,39]。此外，政府补贴企业创新还可以鼓励更多企业创新，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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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金融体系中，缺乏关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完整信息，政府部门难以区分创新项目的特征，难以对企业申请项目的各个流

程进行准确量化和分析，导致大量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难以获得政府补贴(李春涛等，2020)[40]。数字金融的发展使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市场环境也逐渐趋于透明化，企业信息被大数据技术挖掘和披露，

政府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数字技术对企业运营情况等信息进行事前和综合性的分析，形成企业的精准画像，进而正确评估企

业发展状态和前景，更精准地确定补助目标。同时，政府可以更有效地监督企业资金使用和配置情况，从事前信息了解，到信用

评估，再到事后信息沟通，能有效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进而提高政府补贴的创新绩效(李春涛等，2020;翟华云等，

2021)[40][10]。可见，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提高政府补贴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经济绩

效，进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更好地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在政府注重创新发展、鼓励企业创新的情景下，数字

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政府补贴来促进企业创新(陈银飞等，2021)[24]。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政府补贴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

通过提高企业的政府补贴来促进企业创新。 

3.两种中介效应的强弱与异质性表现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来实现，其中，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是市场机制和政

府作用的具体表现。商业信用是在市场运行中形成的，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效的途径之一，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政

府补贴是政府为实现其在略目标而采取的通过直接的资金支持影响企业行为的一种手段，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这

两种渠道均可为企业创新提供一定资金保障，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那么这两种中介效应的强弱关

系如何?从理论上讲，这不仅取决于两种资金配置方式自身的特点，而且受到市场环境和政府发展战略等的影响。 

从自身特征来看，商业信用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获取的资金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用于生产经

营的各个环节以及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福利提升等各个方面；而政府补贴通常带有明确的指向或导向性，比如必须或鼓励用于

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升级改造等方面。因此，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对数字金融促进

企业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要强于商业信用1。从市场环境来看，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企业往往资金较

为充足，在生产经营上的资金压力不大，因而其通过商业信用获得的资金可以较多地用于技术创新等质量提升方面；而当宏观经

济下行趋势明显、市场趋于萎缩时，企业往往在生产经营上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甚至陷于资金短缺的困境，其通过商业信用获得

的资金则会更多地用于生产经营等数量维持方面。因此，商业信用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会随着宏观经济增长速

度的加快(放缓)而增强(减弱)。从发展战略来看，政府补贴的指向和导向与政府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当政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时，促进企业创新是政府补贴的主要目的之一，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也会更多地用于创新活动。因此，政府补贴对数字金融

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会随着政府对创新重视和鼓励程度的提高而增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相比商业信用，政府补贴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更强(H3a);随着经济增

长速度的放缓，商业信用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趋于减弱(H3b);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政府补贴对数

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趋于增强(H3c)。 

在相同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战略下，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也可能

存在异质性。从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总效应来看，一般来讲，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往往高于国有企业和大

型企业(余明桂等，2019)[41],数字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也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因而数字

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相对更大。但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相对大小却具有不确定

性。前文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等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提高企业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获取机会和额

度，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据此可以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提高的促进作用越大，则商业信用和政府

补贴的中介效应越强。而在现实中，不同企业之间、政府与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同企业获取商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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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补贴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商业信用来看，国有企业具有所有权性质的天然信用优势，而大型企业拥有较多的资

本、市场和渠道，因而在市场机制下，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而数

字金融的发展对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改善具有普惠性，甚至会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在商业信用上的优势。因此，商业信

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大，或者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而从政府补贴来

看，数字金融发展更大程度提高了政府对哪类企业的资金补助，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可能就更强。鉴于数字金融

具有普惠性，可以进一步认为，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更强。虽然在传统

发展模式下，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会受到政府更多关注，其获得的政府补贴也较多，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对非国有

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日益增大。因此，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可能显著，也可能不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4: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

新的中介效应可能具有异质性表现。 

三、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中介效应，因而构建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1)～(5): 

 

其中，变量的下标 i、j、t 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年份，Year 和 City 分别为时间(年份)和个体(城市)固定效应(虚拟变

量),εijt 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Innov),核心解释变量为地级市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Index),中介变

量为“商业信用”(TC)和“政府补贴”(Sub),控制变量(Control)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股权集

中度”“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比”“管理费率”。各变量的计算方法和选取的主要参考文献见表 1。 

表 1主要变量选择和计算方法 

变量 计算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被解释变

量 

企业创新 研发支出/总资产 陈利等(2022)[25] 

企业创新 1(稳健性

检验) 
ln(获得专利数量+1) 孟维福和刘佳鑫(2021)[8]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

100) 
贾俊生和刘玉婷(2021)[2]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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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中介变量 

商业信用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总资产 
陆正飞等(2011)[31] 

商业信用 1(稳健性

检验)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营业收入 
罗明新等(2013)[42] 

政府补贴 ln(政府补贴+1) 李春涛等(2020)[40] 

政府补贴 1(稳健性

检验) 
政府补贴总额/总资产 陈银飞和苗丽(2021)[24]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万佳彧等(2020)[5]陈银飞和苗丽(2021)[24]贾俊生和刘

玉婷(2021)[2]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总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总资产 

固定资产比 固定资产/总资产 

管理费率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依据温忠麟等(2014)的方法[43],在系数α1显著的情况下，若β1、γ1、γ2和φ1、ω1、ω2均显著，则中介变量发挥部分中

介作用；若系数β1、γ2、φ1、ω2都显著，但系数γ1、ω1不显著，则中介变量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若系数β1、γ2和φ1、ω2

中有一个不显著，则可利用 Sobel 检验来判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模型(1)中的系数 α1反映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总效应，

模型(2)和模型(4)的系数β1和φ1反映数字金融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5)中的系数γ1和ω1为数字金

融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β1γ2和φ1ω2则为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 2012—2020年沪深两市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和公共事业类上市公司、ST和*ST 上市公司、相关财务

数据严重缺失和异常的上市公司，并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 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干扰，最终得到 1799 家上市公司的

16191 个“企业—年份”层面观测值。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数据库),“数字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从中可以发现，样本企业之间的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之间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企业创新 15862 0.024 0.018 0.000 0.021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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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指数 14238 2.192 0.600 0.899 2.224 3.208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14238 2.177 0.579 0.831 2.208 3.247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14238 2.158 0.645 0.926 2.209 3.39 

商业信用 13924 0.202 0.117 0.031 0.177 0.566 

政府补贴 15365 16.437 1.469 12.696 16.379 20.339 

企业规模 16097 22.093 1.416 19.287 21.953 26.301 

资产负债率 16097 45.498 18.465 9.27 45.036 88.764 

资产收益率 16069 8.461 12.864 -51.579 8.070 46.176 

股权集中度 14507 35.008 15.051 9.03 32.97 76.44 

总资产周转率 16097 0.716 0.404 0.147 0.629 2.387 

固定资产比 16085 0.220 0.144 0.009 0.194 0.644 

管理费率 16097 0.085 0.052 0.010 0.075 0.282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基准模型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分析结果略，备索),结果表明各相关系数基本小于0.5,VIF 检验的结

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3,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Hausman 检验的结果 P值小于 0.01,拒绝

原假设，因而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表 3为对全样本的基准模型分析结果。(1)和(2)列检验企业所在城市的数字金融

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关系，其中(1)列没有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2)列加入了年份和城市虚拟变量，“数字金融指

数”的估计系数(α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3)(4)列检验商业

信用的中介效应，α1、β1、γ1、γ2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商业信用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

用，即企业所在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商业信用来促进企业创新支出增长，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

(2)(5)(6)列检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α1、φ1、ω1、ω2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具

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企业所在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来促进企业创新支出增长，

研究假说 H2得到验证。再比较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大小，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占比为6.6%(占总效应的比例),政府补

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17.8%,表明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更强，研究假说 H3a得到验证。此外，从(3)和(5)列“数字金融指数”的估

计系数来看，“数字金融指数”对“商业信用”的估计系数为 0.016(在 5%的水平下显著),而对“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为

0.416(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所在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企业商业信用提高的促进作

用。 

表 3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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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 商业信用 企业创新 政府补贴 企业创新 

数字金融指数 

0.007*** 0.007*** 0.016** 0.007*** 0.416*** 0.006*** 

(26.35) (7.09) (2.48) (6.24) (6.21) (5.85) 

商业信用 

   0.029***   

   (18.16)   

政府补贴 

     0.003*** 

     (25.81) 

企业规模 

-0.002*** -0.002*** -0.013*** -0.002*** 0.824*** -0.005*** 

(-16.63) (-15.71) (-16.21) (-11.94) (97.67) (-29.42) 

资产负债率 

-0.000
***
 -0.000

***
 0.004

***
 -0.000

***
 -0.003

***
 -0.000

***
 

(-4.62) (-3.58) (67.48) (-12.26) (-4.82) (-3.20) 

资产收益率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11.94) (12.68) (4.81) (11.66) (5.41) (11.43) 

股权集中度 

-0.000*** -0.000*** 0.001*** -0.000*** -0.003*** -0.000** 

(-4.61) (-3.10) (12.10) (-4.32) (-4.44) (-2.06) 

总资产周转率 

0.014*** 0.014*** 0.045*** 0.013*** 0.396*** 0.013*** 

(34.00) (33.84) (17.84) (30.67) (14.63) (30.95) 

固定资产比 

-0.008*** -0.007*** -0.249*** 0.002* 0.911*** -0.009*** 

(-8.40) (-6.82) (-39.88) (1.93) (13.66) (-9.53) 

管理费率 

0.108*** 0.120*** -0.089*** 0.131*** 4.370*** 0.105*** 

(31.97) (34.39) (-4.11) (36.04) (18.95) (30.41)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0*** 0.036*** 0.289*** 0.025*** -3.100*** 0.048*** 

(14.29) (11.16) (14.55) (7.37) (-14.68) (15.19) 

观测值 12543 12543 10982 10814 12570 12394 

R2 0.231 0.272 0.455 0.312 0.535 0.311 

r2_a 0.230 0.269 0.452 0.309 0.534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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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69.7 101.4 198.2 104.1 313.6 118.4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 t值，下表同。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固定资产比”与“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资

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管理费率”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这与多数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唐松等，2020;魏卉等，

2019;郑雨稀等，2022)[15][44,45],表明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是可信的。进一步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主要反映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情

况)和使用深度(主要反映数字金融服务业务能力)2个维度进行模型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

应均显著，即企业所在城市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均会通过增加企业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来促进企业创新；从

中介效应的大小来看，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占比，在覆盖广度维度分别为7.54%、16.02%,在使用深度维度分别为6.21%、

18.51%,同样是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大于商业信用。 

表 4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企业创

新 

商业信

用 

企业创

新 

政府补

助 

企业创

新 

企业创

新 

商业信

用 

企业创

新 

政府补

助 

企业创

新 

数字金融覆盖广

度 

0.005
***
 0.013

***
 0.004

***
 0.267

***
 0.004

***
      

(6.41) (2.81) (5.51) (5.46) (5.26)      

数字金融使用深

度 

     0.007*** 0.015** 0.006*** 0.432*** 0.005*** 

     (6.06) (2.13) (5.18) (6.06) (4.88) 

商业信用 

  0.029***     0.029***   

  (18.15)     (18.19)   

政府补贴 

    0.003***     0.003*** 

    (25.88)     (25.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39
***
 0.293

***
 0.028

***
 -2.900

***
 0.050

***
 0.035

***
 0.287

***
 0.025

***
 -3.202

***
 0.048

***
 

(12.73) (15.42) (8.68) 
(-

14.33) 
(16.75) (10.61) (13.81) (6.95) 

(-

14.58) 
(14.58) 

观测值 12543 10982 10814 12570 12394 12543 10982 10814 12570 12394 

R2 0.271 0.455 0.312 0.535 0.310 0.271 0.455 0.312 0.535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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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_a 0.269 0.452 0.309 0.533 0.308 0.268 0.452 0.309 0.533 0.307 

F 101.1 198.2 103.8 313.2 118.2 101.0 198.1 103.7 313.5 118.1 

 

2.稳健性检验 

(1)替换关键变量。 

更换“企业创新”“商业信用”“政府补贴”的计算方法(见表 1),重新进行模型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与基准回归

结果相符，其中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1.6%和 5.39%,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2)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参照唐松等(2020)的方法
[15]

,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主要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且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也大于商业信用，再次表明本文的

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3)工具变量方法。 

对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差，本文借鉴学者贾俊生等(2021)和傅秋子等(2018)的研究[2][46],以“与杭州市距离”(样本企

业所在城市与杭州市之间的距离)作为“数字金融指数”的工具变量。作为自然地理变量，企业所在地与杭州的距离与经济社会

因素没有关系，基本不会影响企业创新，而数字金融的数据来源于“蚂蚁金服”,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其与杭州的距离有

一定联系，满足外生假设和有效工具变量相关两个条件。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第一阶段回归表明工具变量有效，第二阶

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指数”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5替换关键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企业创新 1 商业信用 1 企业创新 1 政府补贴 1 企业创新 1 

数字金融指数 

0.227*** 0.016*** 0.221*** 0.003*** 0.206*** 

(10.73) (4.70) (10.04) (7.86) (9.86) 

商业信用 1 

  0.233***   

  (3.76)   

政府补贴 1 

    41.284*** 

    (18.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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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11.465*** 0.587*** -11.632*** 0.013*** -11.921*** 

(-46.53) (15.53) (-44.86) (12.44) (-48.53) 

观测值 10480 10982 9884 12573 10420 

R2 0.269 0.445 0.266 0.106 0.289 

r2_a 0.266 0.443 0.263 0.103 0.287 

F 100.9 231.1 91.47 32.29 108.3 

 

表 6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创新 商业信用 企业创新 政府补贴 企业创新 

数字金融指数滞后一期 

0.008*** 0.017** 0.007*** 0.396*** 0.006*** 

(7.01) (2.46) (6.04) (5.60) (5.89) 

商业信用 

  0.029***   

  (17.32)   

政府补贴 

    0.004*** 

    (25.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38
***
 0.301

***
 0.027

***
 -3.200

***
 0.051

***
 

(11.28) (14.31) (7.40) (-14.61) (15.34) 

观测值 11435 9952 9832 11446 11319 

R2 0.266 0.449 0.307 0.544 0.308 

r2_a 0.263 0.446 0.304 0.542 0.306 

F 91.83 179.2 94.25 302.0 109.3 

 

表 7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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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指数 企业创新 

与杭州距离 -0.0004***(-26.08)  

数字金融指数  0.018***(4.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407***(55.74) 0.022***(3.31) 

观测值 12543 12543 

C-D Wald F statistic 680.194 680.194 

K-P rk LM statistic 647.507 647.507 

10% max IV size 16.38 16.38 

R2 0.952 0.265 

 

3.异质性分析 

(1)时间异质性分析。 

由于 2016 年 27 家非银机构获得支付牌照，同年《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有效促进了数字金

融规范化和普及化发展，本文选择以 2016年为分界点，分别对 2012—2016年和 2017—2020年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 8所示。在 2017—2020 年子样本中，“数字金融指数”对“商业信用”的估计系数不显著，Sobel 检验的 Z值为2.098、P

值为 0.035,拒绝原假设，乘积具有显著性，表明商业信用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中介作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

介效应占比，在2012—2016 年分别为 12.8%、13.1%,在 2017—2020 年分别为5.60%、26.0%。可见，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始终大

于商业信用。从商业信用中介效应的时间异质性来看，2012—2016 年比 2017—2020 年更强，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因为相比 2012—

2016 年，2017—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尤其是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下降。据此，研究假说

H3b得到验证。从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时间异质性来看，2017—2020 年 2012—2016 年比更强，这也与理论预期相符，因为党的十

八大以来随着新发展观的深入践行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各地各级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据此，研究

假说 H3c得到验证。 

(2)企业所有权性质异质性分析。 

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可以发现，相对来讲，数字金融

对非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无论是对于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在

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看，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占比，在国有企业中分别为

7.8%、14.6%,在非国有企业中分别为 3.12%、16.34%,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均大于商业信用。从商业信用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来看，

国有企业大于非国有企业，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提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来

看，非国有企业大于国有企业，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发展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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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按照 wind数据库的企业规模分类，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10。

在中小企业子样本中，“数字金融指数”对“商业信用”的估计系数不显著，Sobel 检验的 Z 值为 2.358,P 值为 0.389,不拒绝

原假设，乘积不具有显著性。分析表明，对于大型企业，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比为 9.3%、20.3%;对于小型企

业，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为 8.94%,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可见，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仍然大于商业信用。从商业信用

中介效应来看，在大型企业中显著，而在中小企业不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的提升作用不明显。从政府补

贴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来看，大型企业大于中小企业，表明政府对大型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更大。 

综上所述，研究假说 H4得到验证。 

表 8时间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2012—2016年 2017—2020年 

企业创新 商业信用 企业创新 政府补贴 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 商业信用 企业创新 政府补贴 企业创新 

数字金融指数 

0.004*** 0.019** 0.004** 0.263** 0.004*** 0.008*** 0.014 0.008*** 0.417*** 0.006*** 

(3.10) (2.05) (2.45) (2.38) (2.75) (5.74) (1.52) (5.14) (4.91) (4.51) 

商业信用 

  0.027***     0.032***   

  (13.26)     (12.32)   

政府补贴 

    0.002***     0.005*** 

    (13.78)     (21.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22*** 0.249*** 0.016*** -3.336*** 0.030*** 0.042*** 0.346*** 0.028*** -3.263*** 0.060*** 

(5.28) (9.36) (3.90) (-10.60) (7.32) (7.00) (9.45) (4.24) (-9.46) (10.37) 

观测值 6319 6123 5993 6330 6202 6224 4859 4821 6240 6192 

R2 0.368 0.482 0.388 0.508 0.389 0.198 0.425 0.239 0.555 0.260 

r2_a 0.364 0.479 0.384 0.505 0.385 0.192 0.420 0.232 0.552 0.255 

F 87.18 134.8 87.85 154.6 91.10 37.13 86.79 35.73 188.6 51.41 

 

表 9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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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企业创

新 

商业信

用 

企业创

新 

政府补

贴 

企业创

新 

企业创

新 

商业信

用 

企业创

新 
政府补贴 企业创新 

数字金融指

数 

0.004*** 0.008*** 0.004*** 0.195*** 0.004*** 0.014*** 0.019** 0.013*** 0.572*** 0.011*** 

(9.81) (2.84) (7.90) (6.40) (8.51) (10.94) (2.50) (10.00) (7.40) (9.33) 

商业信用 

  0.039***     0.023***   

  (15.94)     (10.51)   

政府补贴 

    0.003***     0.004*** 

    (15.14)     (21.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6
***
 0.201

***
 0.033

***
 -2.394

***
 0.052

***
 0.011

**
 0.405

***
 0.002 -4.450

***
 0.032

***
 

(8.68) (5.62) (5.99) (-6.18) (9.99) (2.45) (15.82) (0.48) (-16.55) (7.43) 

观测值 4728 4242 4130 4814 4693 7815 6740 6684 7756 7701 

R2 0.230 0.479 0.289 0.492 0.263 0.293 0.445 0.331 0.550 0.339 

r2_a 0.222 0.473 0.281 0.487 0.256 0.289 0.441 0.326 0.547 0.335 

F 31.03 85.72 36.12 102.6 36.07 70.02 116.7 69.84 204.8 83.63 

 

表 10 企业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企业创

新 

商业信

用 

企业创

新 

政府补

贴 

企业创

新 

企业创

新 

商业信

用 

企业创

新 
政府补贴 

企业创

新 

数字金融指

数 

0.006*** 0.018*** 0.005*** 0.406*** 0.004*** 0.021*** 0.014 0.020*** 0.626*** 0.019*** 

(5.18) (2.61) (4.47) (5.66) (4.18) (8.22) (0.87) (7.28) (3.30) (7.48) 

商业信用 

  0.031***     0.013***   

  (17.98)     (2.97)   

政府补贴     0.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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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     (1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36*** 0.292*** 0.024*** -3.044*** 0.048*** 0.059*** 0.594*** 0.049*** -0.543 0.065*** 

(10.05) (13.02) (6.43) 
(-

13.05) 
(13.65) (5.15) (8.52) (3.97) 

(-

0.63) 
(5.75) 

观测值 10731 9457 9299 10787 10625 1812 1525 1515 1783 1769 

R2 0.277 0.457 0.314 0.520 0.314 0.396 0.465 0.445 0.276 0.419 

r2_a 0.274 0.454 0.310 0.518 0.311 0.382 0.450 0.429 0.258 0.405 

F 88.89 171.9 89.96 253.0 102.8 28.25 31.44 28.14 16.15 29.66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本文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变量，利

用 2012—2020年沪深两市 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

作用及其效应大小。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支出和产出，其中，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均具有正向的部分

中介作用，并且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大于商业信用；从数字金融的分纬度来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加深均会促进企业创新，

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其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更强；从时间异质性来看，商业信用的中介效

应在 2012—2016 年比 2017—2020 年更强，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在 2017—2020年更强；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异质性来

看，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大，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大；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异质性来

看，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大型企业中显著，在中小企业中不显著，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则在大型企业中更大。上述实证结论支

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从中可得到如下启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目前，融资约束依然是阻碍企

业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数字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并促成资金共享，进而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

且该机制具备较强的普惠性。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

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

作用，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完善市场机制来看，要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

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以商业信用为例，目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由于具有明显的资源和信用优势而较易获得较高的商业信

用，而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较低，尤其是中小企业信用关联的企业较少，很少有机会利用商业信用。对此，需要积

极探索解决办法，进一步利用数字金融充分挖掘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潜力，为其缓解融资约束提供多元化路径，进而促进其创新

发展。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看，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构建高水平信息交流平台，提高政府行为的精准性和

有效性；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政府要科学

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把促进企业创新作为政府补贴的主要目标之一，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精准筛选出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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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补助方式，并完善政府补贴使用的监督制度和补贴项目效果评估机制，以确保政府补贴的有效使用，更好地发挥政府

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和支持作用。 

技术进步不仅会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而且可以完善市场机制、优化政府调控。数字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也对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调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数字金融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金融，在促进金融业自身繁荣的同时也改进了资金配置方式

和效率，而且这种改进同时体现在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上。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先进技术完善资源配置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和绩效，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本文虽然基于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但

由于现实经济变量往往受到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共同影响，难以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效果进行准确分离，所选取的商业信用

只能反映很小一部分的市场机制效应，政府补贴也非政府调控的全部手段，因而只能说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是市

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能对两者的作用效果进行准确划分和比较。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待研究方法的改进及

数据的优化。此外，还有必要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种经济效应中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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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说明的是,中介效应是指对总效应的贡献度。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强于商业信用,并不代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

作用一定大于商业信用,更不意味着在企业资金配置中政府作用大于市场力量。因为商业信用仅代表市场机制的很小一部分,而

政府补贴是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